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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同学：事实与分析 
 

               王友琴 

 

一、题目和方法：被报导的“文革”和未被报导的“文革” 

 

  “同学”的定义一目了然，就是“一同学习”的人。１９６６年６月以后，所 

有的大学和中学学生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到了８月，又发展到用暴力斗争老师 

，甚至打死老师。至于学生，不但不再“学习”，而且也并没有“一同革命”。迫 

害同学的事情当时普遍发生了。一些学生像老师一样，成为这一“革命”的打击对 

象。而且，对这些学生实行迫害的公开理由（其中还有很多不能公开的或未被意识 

到的动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某种家庭——这 

完全是一种并非由个人意愿决定也不可能自己决定的状况。 

 

  然而，在当时，在１９６６年，这些迫害同学的事情从来没被报导过，就像那 

些打老师的事情一样。 

 

  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上，以《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为首，发表了很多关 

于“红卫兵”的大幅照片。在照片上，年轻的学生红卫兵们身穿黄军装，臂缠红袖 

章，兴高采烈。他们或是喜笑颜开地簇拥在毛泽东的身边，或是紧握红色的《毛主 

席语录》本，眼含热泪朝着天安门雀跃欢呼。在当时拍摄并在各地放映的新闻记录 

影片中，更可以看到千千万万的学生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发出惊天动地的“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喊声。记录片又配入大声的“东方红”歌声，以及红日东 

升、红旗招展、红灯高挂的镜头，红光弥漫，渲染出一种今天看来很是特别的“文 

革场景”。 

 

  对于这种记录下来的“文革场景”，有人看了觉得这充满了煽情、迷狂而且透 

着邪气，有人认为这就是热烈红火的“革命”景象。然而，本文要强调的是，除了 

这种被报导的“文革场景”，还存在着一种“未被报导”的“文革场景”。其中之 

一是：许多红卫兵的同龄人，十多岁的学生，不但被禁止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 

祝，而且被骂，被侮辱，有的甚至被打入“劳改队”，被体罚，被拷打，被打死。 

一些人自杀，无声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人稍作抗争，在这种个人的抗争远远没 

能成为集体性的之前，个别的抗争者就被严厉惩罚，甚至于被乱棒打死、被判刑、 

被枪决。 

 

  在历史上，有些故事是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沉没并被遗忘的，但是这类“文

革”故事却从一开始就没被报导。不但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起，就是在“文革”

期间一些群众组织印行的传单、小报、首长讲话集中，也几乎没有涉及。从那个时



期的人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裂沟，可以了解到那个时期人们

对死亡和暴行的回避的、无所谓的或者无动于衷、熟视无睹的态度。这种不报导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一些人的心态，从而了解历史的更深的一部份，可是另一方

面，也使我们失去了重要的历史记录。 

 

  “文革”的这种不被报导的状况，导致了对“文革”历史的描述及解释的种种 

失误。比如，在“文革”后，有些人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代”来指“文革”期 

间的年轻人⑴。然而，实际上远非整整一代人都参加了“红卫兵”，而这代人中大 

量的被侮辱与损害者，未有机会说出他们的故事。 

 

  由于这种“文革”的大量事实的不被记载性，所以对严肃的“文革”历史的研 

究者来说，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像考古学者那样不能依靠既有的文字记载来作研究。 

他们甚至有时还没有考古学者的条件：考古学者可以从古代墓地中那些弯曲的、挣 

扎姿势的人体骨架，看出古代埋葬活人的野蛮作法。但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被 

打死的几千人已经烧成了灰。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的中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打 

死个人，叫家属拿２８块钱就是了。”２８块是当时火葬场焚烧一具尸体的价钱。 

那时的北京，大量被打死的人和被打斗后自杀的人，使得火葬需要排队。但是，如 

果“文革”的经历者们不说出及写出真情，未来的考古学者是不可能通过骨灰来推 

断出这些人的死因的。 

 

  为了了解“未被报导的文革”，几年以来，我向一百多位“文革”期间的学生 

及老师询问１９６６年夏天的事情。 

 

  这一调查主要是通过个别谈话来做的，后来还在计算机网络上作过问卷调查。 

在我调查所及的北京及各省的７６所学校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或同学的事，无 

一例外。其中有１０所学校有老师被学生打死，一所学校有学生被学生打死。关于 

老师的初步的报告可见我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⑵，本文则是关 

于学生的。两篇文章，都试图写出因不被报导而缺失了的历史的一部份。 

 

  在本文写作中，调查所得是主要资料来源，此外，还用了私人及斯坦福大学收 

藏的“文革”时代的非正式出版物，也阅读了当时的官方出版物。 

 

二、一副“对联”怎么成为迫害同学的理论基础 

 

  １９６６年８月，“文革”的高潮时期，到处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在北京 

的中学里，贴得最多的大幅标语，除了“毛主席万岁”，要数一副对联。这副对联 

是：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据一位北京的被访者说，在她的中学里，大门外面两侧贴了这副对联，大门里 

面两侧也贴了这副对联，教学楼门的里面外面都贴了这副对联，教室的前门后门也 

贴了这副对联，教室前部的黑板两侧贴上了，教室后面的墙报栏两侧也贴上了。整 

个学校，凡是有门的地方都贴了这副对联，包括食堂。北京其他中学的情况相仿。 

这副对联又由北京贴向全国。一位住在南部沿海的厦门的当时的中学生说，他们那 

里的学校里也贴了很多。 

 

  这副对联是当时由于毛泽东的支持而纷纷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贴的。 

当时的官方报纸天天有热烈支持“红卫兵”的文章。但是这副对联及其被欢迎程度 

与残酷效果并未上过报纸。 

 

  这副对联是针对学校里的学生说的，意思是，如果他们的父亲是“英雄”，他 

们就是“好汉”，如果他们的父亲“反动”，他们就是“混蛋”。这副对联还被叫 

做“鬼见愁”。“鬼见愁”是北京郊外一座著名山峰的名字，意思是难于攀援，来 

指称这副对联时，意思变成了是“鬼”就怕这副对联，或者，怕这副对联的人就是

“鬼”。 

 

  这副对联有两层内容，第一层规定了父母和子女间在政治上属于同一类，第二 

层有关谁是“英雄”或“反动”，在当时的实践中，“英雄”是指“革命干部”， 

“反动”的是指各种被惩罚了的“敌人”。当时学生中的很多干部子弟狂热宣扬这 

副对联，原因很明显，他们认为他们的父亲是“英雄”，而他们自己就能理所当然 

地成为“好汉”。《文革十年史》一书说这副对联出现于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９日， 

是“干部子弟”知道父母受冲击后的反应，这不但在时间上有误，而且在思想背景 

方面也不对。 

 

  这副对起源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据当时那个学校的学生说，１９６６年６月 

间，有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和出身于“右派份子”家庭的学生发生争吵 

，前者自称“好汉”，又把后者的家庭出身抖落出来，骂后者是“混蛋”，就这样 

形成了这副对联。１９６６年７月１日，这个学校的学生开会庆祝共产党的生日， 

这种会以前一般总是以班级为单位来安排座位，但是，那天“家庭出身不好”的学 

生在会场上被隔离在一个角落里。 

 

  “文革”前早就强调“家庭出身”，也给了“革命干部”子弟特别的优惠待遇 

，但是至少在公开的舆论场合中不曾这样绝对、粗暴、等级分明。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的“红旗 

战斗小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革命学生代表讲话，整个接见过程都 

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最早开始打老师和同学。彭小蒙也早在７月２５日 

北京大学的大会会场上就打了人。她在天安门大会上的讲话未提对联，也未直接攻 

击同学，但是她所获得的这种显赫地位，无疑大大肯定了他们的组织的全套行为方 



式，并且，这一套行为因此被迅速推广开来，不仅北京，而且及于全国。 

 

  除了对联，一些新词语也开始流行，有“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军 

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又有“黑五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 

坏份子、右派份子”，后来干脆用此二词指从这些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只许红五 

类造反，不许黑五类翻天”的标语到处贴出。又用“狗崽子”指“出身不好”的学 

生。这句骂人话本来的意思只是说被骂者是小狗而不是人，这时却转变成因为这些 

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是“狗”的“崽子”也是“狗”。 

 

  这副对联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底、８月初广泛传开。在北京，红卫兵曾召开大会 

和举行游行，宣扬鼓吹这副对联。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大会上，有谁要上台讲

话，先要报告家庭出身。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牟志京，上台表示不同意对联，在台

上就被几个人围着用拳头打。钢琴家刘诗昆不同意对联，在会场上被人把衬衫的后

背撕成两片。牟和刘都不算“黑五类”家庭出身，刘的岳父又是元帅叶剑英，他们

尚遭此种对待，其他“黑五类”的学生，根本不能有机会说话。在北京第五中学关

于对联的大会上，有“出身不好”的学生上台表示拥护这副对联，承认自己是“混

蛋”，也被轰下台去，因为这样出身的人不被认为有资格上台讲话。在北京中山公

园音乐堂举行的关于对联的大会上，红卫兵在会场上反复大唱以对联为词的一首

歌。 

 

  “对联歌”据说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作了“嚎歌”（又叫“牛鬼蛇神歌”）⑶的 

红卫兵做的，词曲如下： 

 

１１ ５５｜５３１ ２｜ 

－－ －－ －－－ 

老子 英雄 儿好  汉 

３２ １３｜２１６ ５｜ 

－－ －－ －－－ 

老子反动  儿混  蛋 

１１ ６５｜１ ５ １２｜３ ３２３｜ 

－－ －－ －－ －－   －－－ 

要是 革命 你 就 站过 来， 要是 

５ ５６５｜３１ ２２｜１０｜ 

  －－－ －－ －－ 

不  革命，滚他 妈的 蛋！ 

（呼口号） 

要是 不革｜命  ０就｜造 他妈的｜反 ０就｜ 

   －－ －－  － － －－－   －－ 

滚 他妈的｜蛋  ０｜ 

  －－－ 

 



  北京的红卫兵曾要求“中央文革小组”明确表态支持这副对联。１９６６年８ 

月６日，“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天桥剧场接见红卫兵，非常明 

确地对红卫兵的“阶级路线”大加支持赞美，但是客气地建议把对联改成“老子英 

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这其实不是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可是原来的对联还 

是到处流行，从北京传遍全国。 

 

  这副对联实际上就是当时开始普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接纳成员的标准和条件。 

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比如， 

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是刘少奇的孩子及贺龙的孩子。刘及贺后来都被“打倒” 

并被关押虐待致死，但是当时还在最高权力圈子中。所谓“革命干部”，一开始的 

定义是“共产党员干部”，后来成“１９４９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或者“１９４ 

５年前入党的党员干部”。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规定１９４５年 

以前参加共产党的１２级以上的干部的孩子才算“革命干部”出身。有一位被访者 

说：“所谓‘红五类’，其实是‘红一类’，就是干部子弟，而且还得是高级干部 

，连科长都不算。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百万红卫兵，一般的红卫兵只在广场 

上走过，极少数被邀上了城楼，有幸上天安门城楼的就没有工人子弟。北京数石景 

山区工人多，可为什么石景山区没发起成立红卫兵？”（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都在北京海淀区。） 

 

  在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没有“贫下中农”，也少工厂工人，其他大量受过专业 

训练的工作人员如工程师、医生、科学研究工作者、教师等等，都不属“革命干

部”范围，所以红卫兵成员总数虽然很多，但是在各个学校的人数比例实际上并不

多。虽然在调查中还未接触到有家庭出身允许其参加红卫兵却拒绝参加的学生，在

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文革”前是“重点中学”，有一千三百多学

生，红卫兵只有二百来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文革”前是一般的中

学，也有学生一千多人，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也只有二百来人。在北京第五中

学，红卫兵也只有二百多人。这也就是说，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在北京的中

学生中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在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即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１月，红卫兵所作的主要事 

情：打“黑帮”——打校长和老师，破“四旧”——烧书烧画砸文物，“横扫牛鬼 

蛇神”——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捍卫毛泽东思想”——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的 

接见，都是一种特权，不是同代人都能参加的。然而，由于少数学生控制和压迫着 

多数学生，当时听不到后者的声音。把二者都纳入“红卫兵的一代”，不但没有道 

理，而且可能意味着对压迫人者的肯定以及对受害者的轻蔑。 

 

  在上海复兴中学，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每日早上守在校门口，要每一个进校门的 

人都报告自己的家庭出身。南京第二中学也有过同样的场景。 

 

  这套仪式在红卫兵都“串连”去了以后才停止。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有“红 

旗战斗小组”的成员曾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交叉拦在食堂门口，进门吃饭要报告家 



庭出身，遇“出身好”的，举起木枪让其经过，遇“出身不好”的，要从木枪下钻 

过。在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有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隔成两部份。窄的部份贴着“狗 

洞”二字，命令身为“混蛋”者走此小门。一位被访者说，她在大门内侧看到这一 

格局，十分害怕。她的父亲刚被“揪出来”不久，虽然学校还未知晓，但是她不敢 

走宽的一边，同时又不愿走“狗洞”，转来转去，最后在围墙上找到一个缺口跳出 

了学校。 

 

  按照当时的规定，“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绝对不能参加红卫兵。至于那些 

既不是“黑五类”却又够不上“红五类”的学生，只被准许加入一种叫做“红外围 

”的组织。在有的学校，比如北京第六中学，这种组织又叫“红联军”。其低等的 

身份，从名称也能看出。 

 

  由于家庭出身变得空前重要，鉴别家庭出身也变得十分复杂。许多非“红五

类”出身的学生被迫写了详尽的关于父母、祖父母以及亲戚的政治历史状况的报

告，贴在教室里，公之于众。有的学生挖空心思想去找能改善自己家庭出身的材

料。是父母一辈还是祖父母一辈的阶级成分该算作一个青年人的“出身”？父亲和

母亲中有一人成份不好又怎么算？“城市贫民”出身的人能不能参加红卫兵？当时

都被当作十分严重的问题。 

 

  一个可以说明当时时代风尚的小例子是：从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６日周恩来总理 

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讲话，当时“中央文革 

小组”的一个资历不深的组员戚本禹，曾建议这位６８岁的当时的第三号大人物把 

家庭出身从“封建官僚”改成“职员”，因为虽然周的祖父当过县官，而周的父亲 

只是个职员。周说，他的父亲虽是职员，但冬天还有皮袍子穿，生活优渥，他强调

肃清家庭影响，表示不想改变原来填写的出身。对周来说此事关系不大，他已身居

高位，但是对一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当时这种出身差别命运攸关。 

 

  关于这副对联，有两点需要指出： 

 

  １．在中国古代，高官子弟在社会中享有种种特权，自是事实。但是在舆论领 

域中，一般总是对其持批评态度的。比如，《水浒传》中有“高衙内”的故事，这 

个名字后来就变成了仗着父亲权势为非作歹的恶少的代称。这种故事固然不大可能 

改变现实，但是至少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制约。“老子英雄儿好汉”作为一句成语 

，原来只是称赞父亲儿子二者都好的一种说法，并非实指父亲好于是儿子就一定也 

好。像这副对联事实上所主张的“革命干部”子弟不但有接父亲权力的特权，而且 

有迫害同龄年轻人的特权，恐怕在古代留下的文字材料中无法找到先例。这不是说 

古代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但是古代的身居高位的人似乎至少觉得不好意思直接这样 

提倡。有的研究者强调从中国古代历史去找“文革”的产生原因，笼统地说，这种 

方法并不错，我们也确实可以发现从前有过和“文革”某些方面相仿的事，但是也 

要看到，有一些却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比如这副对联。 

 



  ２．当时既无电传，又无计算机网络上的电子信，大多数人也极少能用电话， 

但是这副对联却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遍各地各校，其中原因值得深思。这不仅仅与毛 

泽东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及发动“大串连”等方法直接有关，而且也因 

为一部份青年对这副对联有特别狂热的兴趣。这种兴趣的趋向性值得思考。 

 

三、被侮辱与被虐待的“混蛋” 

 

  “混蛋”不是只被这样骂骂而已。１９６６年８月，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打人抄 

家进入高潮时，打同学也更加厉害了。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蒋 

南翔被“打倒”，其女儿在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一次全校学生排队去开会时，她 

被拉出队伍，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耳光。８月２６日，清华附中高中三年级６３ 

１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集体用铜头皮带和棍子毒打了班里四个“出身不好”的学 

生郑光召（即后来的作家郑义）等人。他们被打成重伤，后来又被罚“劳改”。被 

访者中一位当时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清楚记得郑光召跪在学校操场上拔草、 

身后有红卫兵举着皮带抽打他的景像。高中二年级的学生郭兰惠，父亲是“右派份 

子”，她被同学斗争后喝杀虫剂“敌敌畏”自杀身死。这个学校还有一位初中的女 

同学因不堪侮辱而卧火车轨自杀，未死，但是遭致终身残疾。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说，“对联”一出，这个学校里“出身好”的学 

生马上就不和“出身不好”的说话了，见面时连理都不理。７月１日，开会时把“ 

出身坏”的用一道纠察线隔开。再后来，就打“出身不好”的同学。比如，这个学 

校初一（四）班的学生万红，父亲是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份子”。这个班的男红卫 

兵要打她，她从教室中逃出，躲进女厕所。男生追来停在女厕所门外。这时彭小蒙 

正在女厕所里，她要万红出来。万红在厕所里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 

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结果却首先挨了彭的一皮带。万红被拉到初一（四） 

班教室斗争，被命令站在凳子上。有学生用铜头皮带抽她，又有学生把凳子突然抽 

走，她就从凳子上摔下来。晚上，不准她在宿舍房间里睡觉。她带着满脸青紫肿块 

，在阳台上淋雨。另一个例子是，这个学校高三的学生朱同，父亲是“右派份子” 

。朱同有一天被毒打后，伤得不能走路，晚上是爬回家的。朱同还曾被关在学校厕 

所旁边的小屋里，坐在遍地污水中，象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被围看。 

 

  以上两所中学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写信给他们表示热烈支持 

。那里如此折磨同学，其他学校纷纷跟上。 

 

  在北京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实验班的女学生宇宙被剃了“阴阳头”，即剃去 

半边头发，还被关在厕所里打。在女生宿舍，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女生被关在厕 

所里，不准回房间睡觉。初一学生李文渌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不但不准 

参加红卫兵，还因批评了红卫兵一句话而被斗，在宿舍被管制，饭里被撒了沙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不少班里斗争了“出身 

不好”的学生。第二天，即８月５日，这个中学的校长卞仲耘被一些学生打死，成 



为北京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８月４日在初二（四）班开会斗 

争“出身不好”的学生时，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的４５名 

学生，十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 

，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他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 

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说“我是 

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在初三（ 

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把其 

中一人的眼镜一下子打落在地。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写有“杨狗，勒令你每 

天打扫教室！”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姓杨的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打 

扫工作。这个中学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 

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学校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而她的父 

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了安眠 

药自杀。幸亏她找到的安眠药量不够大，她昏迷了几天而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 

严重摧残。 

 

  在北京第四中学，高二学生开会，强迫“黑五类”一个一个地讲自己如何不好 

、确实是“混蛋”等等。学生牟志京，还不算“黑五类”出身，他和同年级的红卫 

兵发生口角，被几个红卫兵按在地上打，一颗门牙被打坏，但是他不敢还一下手， 

因为如果还手，会被说成“阶级报复”，在当时这是极大的罪名，完全可能导致严 

重得多的后果。 

 

  在北京第一零一中学，有学生看到这个学校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女学生，哭着被 

一群红卫兵在校园里追打，因据说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无人敢出面阻拦或者解救 

她。在北京矿业学院附中，一个“富农”出身的女学生被剪光了头发。北京第二中 

学初一（一）班的一个学生，资本家出身，被罚跪在搓衣板上，搓衣板有棱角可伤 

人膝盖，后面还有人拿棍子打。北京第五中学高三学生郑大力，被强迫在胸前整日 

佩带一块香烟盒子大小的黑牌子，因为他家与清朝皇族有亲戚关系，虽然清朝已经 

在１９１１年被推翻。 

 

  在北京第一中学，红卫兵把原来学校食堂冬天用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变成了关 

人打人的地方。学校一带（一中在北京的鼓楼附近）的“地富反坏右资”、学校的 

校长老师以及“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被打。有１３个人在那个地窖里面被打死。在 

大多数学校，只有校长及老师被打入全校性的“劳改队”，学生则多在年级或班的 

范围内被打被斗。然而在北京第一中学，有二三百个“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入学 

校的“狗崽子队”，被集体关押，强迫“劳改”。比如，高一（三）班就有两个学 

生被打入“狗崽子队”，而这个班据说算是比较仁慈的。“狗崽子队”的学生白天 

劳动，晚上到班里挨斗，被打耳光是常事。高一（二）班的一个学生，有一天在“ 

劳改队”里不知说错了什么话，当晚在班里被毒打。最后还把一只猫扎进他的裤子 

里。猫在裤子里面又咬又抓，他惨叫了一整夜，惨叫声传到很远处。没有人出来为 

他说话。 

 



  打同学之风和打老师之风一样从北京传往全国。在上海外语学校，一个家庭出 

身资本家的学生王一民，被斗以后精神失常，不久后死去。在上海复兴中学，初中 

一年级的女学生李晓琳，曾被吊起来打，她的父亲是教授，当时算“坏出身”。在 

１９６６年９月“上海市红卫兵总部”发布的“第二号通令”中，宣布他们的“上 

海市红卫兵总部纠察队指挥部”于９月２６日“正式成立行使职权”。“通令”规 

定的“红卫兵纠察队职责和权力”共有７项，其中第六项是：“有权不准黑六类（ 

地，富，反，坏，右，资）子女任意到处跑”。 

 

  在长沙第一中学，一位被访者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后的一天，也就是这 

所学校的红卫兵到北京受了毛泽东的检阅回来以后，贴出了通知，让所有“非红五 

类”出身的学生到校内某处开会。他去了。接近会场时，听见吼叫声，他从门缝里 

看到红卫兵正用皮带抽打一个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他犹豫后，终于决定逃开。 

 

  在南京第二中学，初三的两个学生吴倩和蒋宜萍，因为父母的“问题”在班里 

被斗。先命令他们俩打扫教室，其他同学坐着看。打扫完以后，又命令他们写交

代，交代他们的家庭问题。此后，他们俩就被罚天天清扫教室。 

 

  在厦门第八中学（现名“双十中学”），开会时“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命令坐 

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学生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老师，被“勒令”写“交代”：你的 

老子干过什么坏事？ 

 

  据被访者中的一些当年的大学生说，大学生对打同学的兴趣没有中学生大。但 

是比如在清华大学，也贴过很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参 

加红卫兵也只是一部份学生的特权。像抄家、剃“牛鬼蛇神”的“阴阳头”、看管 

教师的“劳改队”⑸等“革命”活动，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做。电机系六年 

级一个班的学生去抄过班里两个“出身不好”的女同学的家，但是没有打这两个女 

同学。 

 

  小学里的情形和中学相仿。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的会上，五年级学生刘一之也 

被揪出来斗，因为她不是“红五类”出身而她的作文曾被拿到外班甚至六年级当作 

范文念。一些男生上去打她。她吓得哭。这时有个“出身好”的女同学刘学燕站到 

她身边说：“刘一之的文章拿到别的班念，和她有什么关系？”她叫人送刘一之回 

家。有的学生还追着打，西红柿砸在她的背上，白衬衫上满是红浆。 

 

  一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当时北京皇城根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父亲有一点“历史 

问题”。同班的干部子弟打他，他逃进厕所锁上门，趁后面追赶的同学砸门时，他 

爬出窗户手扶落水管从三层楼下到平地逃走，总算没被打出重伤，后来他几个月没 

敢上学校。 

 

  在子女因父母而受迫害的事例中，最悲惨的可能是北京大兴县的“地富反坏” 

的子女。自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７日至９月１日，大兴县的１３个公社，４８个大队 



，先后杀害“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共３２５人。被杀死者中，最老的８０岁，最小 

的是３８天大的婴儿。有２２户被杀绝。 

 

  在“文革”中，有孩子被煽动或被强迫反对父母，比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共产党书记姜培良在校中被打死，他的儿子作为本 

校学生，参加了打父亲，父亲被打死后，他精神失常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却是子 

女想跟“黑”的父母脱离关系还不被允许。他们必须跟父母一起受难，一起被斗争 

，甚至被杀害。至少，他们得长期充当社会中的“贱民”角色。因为这时已经不同 

于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初期，“革命”的胃口大多了，需要更多的打击对象。于是 

，大量的年轻人，尽管成长或出生在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之后，也被无情地吞吃了进 

去。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到： 

 

  １．这是一场大型迫害。理论尽管粗糙，指向很是明确。一大批青年由于其无 

法选择的父母的关系被无情地从“同学”这一团体中割裂出去，变成了残酷打击的 

对象，没有理由，甚至也不被认为需要理由。 

 

  ２．这一迫害相当普遍。这里所记，各地各校各班的严重程度不一样，这是因 

为各处发生的事情本来就不均匀，也因为各个被访者看到的和记忆的多少程度不一 

。但是通过这些随机得到的份量不一的大量的故事，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这种迫 

害到处都发生了，没有例外。从统计的角度可以说明这类事实不是个别的也不是偶 

然的，因而可以从社会和心理的角度研究。 

 

四、轻微的抵制和血腥的镇压：为什么无人反抗？ 

 

  当年那些十几岁的年轻学生，身受侮辱和虐待，有没有反抗的呢？从收集的事 

实看，反抗者的数字非常小，以下是了解到的四个例子。 

 

  例１：直接的对抗——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 

三的红卫兵去抄同班学生曹滨海的家。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革命干部”，但这时 

已经被“打倒”。曹滨海不像大多数“黑五类”子弟那样已经受压多年，在“文

革”时的更大压力下还能忍气吞声。在曹家被抄时，曹与来抄家的同学争吵起来，

并拿起切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于是曹滨海被公安机关带走并关了起来。红卫兵

把他的母亲押往学校。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内的一个砖砌的乒乓球台

上，曹的母亲樊希曼被活活打死。曹滨海被抓进监狱未被打死，出狱后精神不太正

常，1985 年 8 月，在他母亲的忌日的前几天，他在穿越铁轨时被火车撞死，时年

38 岁。同一天，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在校园里一共打死了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学

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和语文教师靳正宇。６天后，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在天

安门广场第二次检阅红卫兵，这个学校的红卫兵代表被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例２：违抗红卫兵的规矩——王光华是北京第六中学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所 

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离最高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１９６６年 

８月，六中的红卫兵在校内建了监狱，监狱墙上写有红色大字“红色恐怖万岁”， 

关押殴打学校的老师及从社会上抓来的人长达一百多天。王光华在“文革”前是班 

长，“文革”开始后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表示不同意 

。王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所以不是红卫兵。当北京红卫兵纷纷拿着免费火车 

票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连”后，王光华不是红卫兵成员却也外出“串连”了 

。这被红卫兵认为是犯罪作乱。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下午王光华从外地“串连” 

回家。一些红卫兵立刻去把王抓进了监狱小院，一进门就被十几个红卫兵用棍棒打 

得失去知觉。当天夜里，王光华被关在这个监狱里，伤势沉重，生命垂危。第二天 

早上，王又被打。到了晚上，就死了。关在那里的几个老师把他的尸体抬了出去。 

王光华被打死时，年仅１９岁。 

 

  例３：自杀——１９６９年，北京师范大学初中学生闻佳被作为“现行反革

命”判刑二十年。她被判刑的法院的大字布告贴在公众场所。按照当时对“反革命

言论”不准“扩散”的例行规定，闻佳的具体“罪行”从来没有被公布。她的父亲

在五十年代处被枪决（文革后得到“平反”），她住在亲戚家中。1966 年作为

“狗崽子”在学校中遭到“斗争”，眼镜被打到地上。1968 年同学分配到了北京

的工作，她却没有。在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

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

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

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

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

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１８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

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１０年后，１９７９年，根据一道命令，她和全国所有

因为“恶毒攻击”问题而被判刑的人一起被释放。 

 

  例４：理论上的反对——在所有因父母的“问题”而受害的年轻的反抗者中， 

可能只有一个人写出了并向人们发表了个人的不同的声音。这个人是遇罗克。他的 

父亲是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份子”，他１９６２年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问题，一 

直考不上大学。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对联风行了两个多月以后，由于下文 

将讲述的原因，“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时的第五号人物陈伯达在中央会议上说 

了“对联”是错的。遇罗克写了文章《出身论》，中心论点是：家庭出身不等于阶 

级，家庭出身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这篇文章引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来证明 

“对联”的荒谬。当时正是各种“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可以被允许出铅印小报的 

时候，《出身论》被印在《中学文革报》第一期上，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印出， 

署名“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这份报纸上印着“北京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 

部宣传部主办”。据参与编这份小报的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其实并不存在这样 

一个“司令部”，只是几个中学生佩服这篇文章，便设法用这样的名义印了这张报 

纸。１９６７年４月，这篇文章被“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成是“反动”的 

。１９７０年，遇罗克被判死刑。 



 

  在１９６７－６８年间，有过很多“群众组织”自行出版的铅印小报。这似乎 

可以作为“文革”期间确实有过“大民主”的证据，但是如果贴近事实去看，就会 

知道当时对舆论划的限制界线是十分清楚而无情的。这些小报只允许竞相歌颂毛泽 

东以及攻击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这些“三反 

份子”是否真的“三反”并不一定，但是在这种攻击中确实攻击了一切非毛泽东思 

想的思想。除了官方准许的话以外，别的话都会被当作“出格”。《出身论》表达

了作者反对迫害的看法，即使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做依据，作者最后竟遭枪毙。 

 

  来自受迫害的年轻人的上述这几种方式的反抗，遭到的回击都极其严厉残酷。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文革”时代的反抗者——我的意思是反抗这场革命的人， 

确乎十分稀少。现在，有些对“文革”持相对较肯定意见的人说是因为群众有理想 

主义，愿意为“革命”理想牺牲自我。另一些对“文革”相对持较否定意见的人解 

释说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受了蒙蔽，上当受骗。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正视本节所述 

的这些轻微的反抗带来的血腥的镇压和致命的伤害，我们得承认，暴力和恐怖手段 

的威慑力比我们愿意承认的强得多。为了避免同归于尽，没有人敢站出来帮助受害 

者。为了不成为革命的对象，没有人敢说出不同的声音。但是事后人们不愿承认这 

一点。这是一种自欺。 

 

五、为什么迫害同学：在革命的名义之外 

 

  要说明为什么这种迫害会发生，“革命”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释之一。 

 

  “文革”的发动者用红卫兵来攻击所谓的“敌人”。这些“敌人”在当时可能 

不是或者也从未敢与毛泽东为敌，但是打击他们的过程可以强化政治权力，也可以 

强制改变既有制度，所以从发动者的立场和目的来说，支持和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 

相当合理。通过革命的名义，一切暴行都可被合法化甚至浪漫化。 

 

  然而，具体到本文所描写的迫害同学，上述的种种侮辱和虐待，尽管得到最高 

统治者的纵容、支持和默认，但是就其细节和实践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红卫 

兵自己所为。单用“革命的理想主义”是难以解释迫害同学的行为的。这里没有任 

何个人的利益牺牲，有的只是凭借从最高权力者那里获得的允准及称赞而行动；也 

没有对他人利益的帮助，有的只是残酷的对他人、甚至是亲近者如同学施行的迫害 

虐待。其中难以找到通常可称之为“理想”的成份。同样，用“利益”来解释也太 

简单。因为他们受到的不是一般的金钱之类的物质好处，而是下面列举的刺激。 

 

  １．不劳而获的高等级 

 

  “对联”以家庭出身来决定等级。这种等级的特点是以一种先天性的条件来划 

分高低，从而一部份人可以获得高的地位而且不须付出代价。在“文革”中，毛泽 

东用“红卫兵”取代了原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青少年组织，二者的第一 



明显区别是在红卫兵接纳成员首先看“家庭出身”。而共青团虽然也强调成员的家 

庭出身，却至少从未写进公开的共青团章程中去。 

 

  据一位被访者说，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一）班的一些学生在“对联 

”流行以前成立了一个名叫“梅花”的小组，参加“文革”的活动。“梅花”小组 

的成员是同班同学，同样年龄，但是“家庭出身”不同。因为不以家庭出身为标准 

，这个“梅花”小组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红卫兵强迫解散，理由是“梅花”小组“ 

阵线不清”。在这种把界线划得越清楚越好的过程中，等级差别同时被强调和固定 

化了。 

 

  从是否让青年平等竞赛的角度来看，“文革”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线索是相 

当清楚的。“文革”前，在考试制度下，干部子弟只是在进入了“分数段”之后， 

才有优先被录取权。“文革”一开始，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就公布了 

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的决定。８月，普遍建立了以“出身”为首要依据的红 

卫兵。“文革”前学校里的学生干部就有很多是干部子弟，但是，既不全是干部子 

弟，而且既有大干部的孩子也有小干部的孩子，不像红卫兵都由高干子弟作负责人 

。只要把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头头的父亲的地位陈列一下，就可知 

道“红卫兵追求平等”的说法至少是多么主观，与事实相差有多远。 

 

  这种自然获得的高等级与红卫兵对同学及老师的非人道迫害显然直接有关，因 

为他们把这些受害者当作低等的人看待。 

 

  ２．前所未有的巨大特权 

 

  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有特权的青少年。从８ 

月初开始，北京的学校都在“红卫兵”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学校里开会斗争“ 

黑帮”和“牛鬼蛇神”。他们可以动用汽车等设施，比如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了１２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撕大字报并抄家打 

人，有汽车到各学校接人。他们也可动用北京的大型体育馆，在那儿斗人甚至打人 

。比如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８月７日红卫兵召开了斗争“小流

氓”的大会。红卫兵也有权抄家，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９月，北京的红卫兵抄了三万

户；在上海，抄了十万户；在武汉，抄了两万一千家⑺。红卫兵组织并有权发布命

令，强迫一大批城市居民离开城市，扫地出门，去农村劳动改造。 

 

  红卫兵得到的至高无上的、史无前例的特权，是可以打死人。在历史上，自从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除了战争时期，没有人得到过这种权力。平常时期，除了紧急 

自卫，杀人必须经过报官审讯判决等程序。只有在传统的舞台剧中，宋朝的包公有 

过皇帝特别给予的“虎头铡刀”，可以不须报告而自行判处死刑。但包公已经身居 

类似法官的要职，更不是十多岁的青年人。从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９月，红卫兵在武 

汉打死６２人，并游斗折磨致死３２人⑻；在北京打死１７７２人⑼。从１９６６ 

年８月２６日到９月１日的７天中，在北京每天被打死的人都是三位数的。还有一 



些人在被遣返到乡下的火车上被打死，根本未列入公安局的户籍统计。直到９月２ 

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才下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用最大的努力耐心 

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其时离红卫兵开始打死人已经有一月之遥。 

用这样温和的口气来说及打死人的现象，至于上文所记述的打斗同学的事情就不会 

被当一回事了。事实上，上述北京第六中学红卫兵打死同学的事发生在９月２８

日。 

 

  这种可以打死人的权力使人残暴。 

 

  ３．暴力压迫的快感 

 

  好几位被访者都谈到当时校园里的狂热亢奋气氛。红卫兵学生腰扎皮带，高卷 

裤管；见了往日的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根本不用正眼看一下；说起话来， 

不论男女，开口就是“他妈的”。有一位被访者说，她的班上一个原来娇气羞涩的 

女同学，这时学会了抡开皮带打人，一下子变得走路挺胸抬头，说话带着粗口，高 

声大气。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校园里确实似乎弥漫着一股振奋激昂之气。这种气氛在当 

时被形容为“革命气氛”。列宁的语录“革命是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当时也一 

再被引用。问题在于，这种欢快的革命感，是不是就是平常的节日感呢？因为那些 

沉浸于大欢快的人们所作的，除了普通的节日的内容如唱歌跳舞游行集会之外，还 

有上文及我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中所写的种种行为，即对老师 

和同学的暴力迫害。这是一般的节日绝对没有的内容。所以，从事实的观察来说， 

对运用暴力欺压他人的渴望和欣悦感，可能是更为重要的燃起狂热和兴奋的因素。 

 

  目睹种种由暴力迫害伴生的快感，我们应该理解到，残酷的行为也能使人兴奋 

快乐，实在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最具威胁性的经验之一。它使人害人，也使人受害。 

 

  从另一方面说，年轻人也确实几乎不可能抵抗这种以暴力进行迫害的诱惑。不 

须付出代价，不用承担风险，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无数人的生死控制大权，这对绝 

大多数人来说都是难以推拒的恩赐。从这方面来说，把生死予夺大权给他们的最高 

权力者，实在邪恶。 

 

  ４．同辈虐待 

 

  有几位被访者说，有的学生当时甚至好像对斗同学比对斗老师斗“黑帮”更感 

兴趣。比如，有的学生不厌其烦地四处调查同班同学的家庭情况，以将其打入“狗 

崽子”的范围。红卫兵到社会上四处抄家的时候，往往对同班同学的家更感兴趣。 

比如上文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去抄了同班同学家，并打死 

了同学的母亲。 

 



  有些学生在“文革”前或因体育好，或因学习成绩好，或因在“数学竞赛”之 

类的活动中得过奖，或因有特长而出过名，或个性比较外向活泼，这样的人如果“ 

出身不好”，在“文革”中会因此而挨整，而且，他们挨整的程度往往大大超过了 

其他同样家庭条件的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６２级学生唐守文，是北京市数学竞赛 

的第一名，成绩优异，但是当时算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他被大字报骂作“修正 

主义黑苗子”。数学系主任段学复教授曾和他谈话并照了一张照片，这时也成了

“罪行”被揭发批判。 

 

  同辈人之间有比较，有竞争，自然也就可能有紧张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同辈 

忌恨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情绪。但是，同辈忌恨可以由制度性措施加以限制，也 

可以通过自我认识和道德追求来得到克制。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本来是可以通过 

理性的方法来缓和、协调并解决的。但是，“文革”的方法是煽动夸大种种矛盾， 

并以“革命”的名义纵容阴暗的忌恨，让一部份人用“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另一部 

份人，把同辈间的竞争感转化成了“同辈虐待”。１９６６年夏天最典型的理论， 

就是一度流传各地的北京的一个红卫兵大学生谭力夫在一次讲话⑽中说的：“你们 

现在搬出这套‘平等’‘博爱’的垃圾来大讲，我看还是到厕所里去讲！一讲就是 

团结，怎么团结？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斗得你们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 

我们就团结了。” 

 

  这种“七斗八斗”真的发生了。但是，这种“七斗八斗”并不是事情演变的必 

然结果，而是一种人为采取的引导。因为迫害他人可以显示迫害者的优越性，而在 

对同辈人的迫害之中，更能显出一己的高人一等的特殊性，所以，“同辈虐待”相 

当有诱惑力。 

 

六、红卫兵的衰落及其遗产 

 

  红卫兵的全盛时代是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９、１０三个月。到１９６６年底， 

最早一批的红卫兵组织不再能控制学校了，开始被称为“老红卫兵”以区别于新兴 

起的群众组织。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被批判了。然而，其 

中实质性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种种暴力迫害被受害者抵制或者反对的结果。在 

１９６６年夏天，没有人站出来反对红卫兵，有人反对也不会起作用。红卫兵的衰 

落是那些把他们带上历史舞台的人造成的。 

 

  事实上，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已经足够厉害地打击 

了学校的老师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及其子女，无一人敢声言反对“文革”的格 

局已经形成。而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想要的打击对象，除了这些人 

，还要扩大到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革命大串连”开始的时候，北京的干部子弟很高兴地坐着免费火车到外地去 

“造反”，即反对当地的干部。上海市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员会是由集中了大量干 

部子弟的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最早去冲击的。 



 

  但是，革命的对象不久就由学校的校长老师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扩大到了 

早期红卫兵的父母。外交部一个副部长被贴大字报。他的女儿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成员，动手撕了大字报。外交部看门的一位老人是参加过长征的 

老红军，阻止她撕。她和她的红卫兵朋友就把老人打得起不了床。１９６６年９

月，当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地质部造反的时候，“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

成员们，其中包括地质部某负责干部的女儿，到那里打了“造反”的大学生。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 

上的长篇讲话中，说那副对联是“血统论”而加以否定。以陈当时的地位，这算是 

成了定论。但是，这个时间就让人发问：为什么不在两个半月以前说这个话呢？如 

果早一点，可以减少多少年轻的受害者啊！反过来，另一个问题也值得思考：如果 

没有这副对联，如果允许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参加，红卫兵运动是否会那么狂热和暴 

烈呢？事隔近三十年，这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老红卫兵”衰落了，对联及“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带来的社会体制性变化 

和心理道德变化却延伸进后来的长达十多年的生活中去。 

 

  第一，暴力迫害的大规模使用。以青少年作打手、用群众性打斗来进行的暴力 

迫害，随着红卫兵的兴起达到高峰。这种方式后来被反覆运用。１９６７年，一些 

共产党老干部被残酷打斗，如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２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打 

死；１９６７年７月，彭德怀元帅斗争会上被打断两根肋骨。后来，在１９６８年 

的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有无数的普通人被关押折磨致死。在关于“ 

文革”的通史性的《大动乱的年代》⑾一书中，记述了“老红卫兵”如何在１９６ 

６年夏天保护了“老干部”，却未提他们如何打并打死了老师、同学及别的人。 

 

  本文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暴力迫害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大规模实

施，正是从红卫兵开始的。 

 

  第二，“家庭出身”从此被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１９６８年，毛泽东 

还亲自发明了“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专门术语，明确界定出因父母“有问题”而 

受歧视的一个社会群体。与此相应的是个人的工作态度、专业训练和才能被蔑视， 

这对年轻人的影响及模塑作用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改变。 

 

  第三，公道的毁坏和私德的失落。在大规模的暴力迫害中，善与恶的标准不再 

存在了。当“对联”和打人的铜头皮带传遍中国的时候，很多人知道这样迫害同学 

是不对的，但是在暴力的威胁面前，无处说理。生活中较为平等和欢乐的关系之一 

——同学关系被毁了。压迫和仇恨成为生活方式。受害者的不幸被看作无足轻重。 

年轻人，有的学会了残酷地虐待同辈人以发泄自己的怨毒甚至以此获取社会地位， 

有的被迫学会了卑微地忍受侮辱，有的学会了冷漠地对同辈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甚 

至对权势者卑躬屈膝而对受难者落井下石。强权就是真理，谎言大话盛行。当整个 



社会被操纵挑动成为人整人的屠宰场，人性堕落了。无数无辜的年轻人曾因“家庭 

出身”而被侮辱、虐待甚至致死，然而直到现在，在访问中，难以听到迫害人者向 

被迫害者道歉的故事。这种灵魂的创伤，何时才能治愈？ 

 

  作者深深感谢所有的被访者，感谢他们用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痛苦的回忆。感 

谢印红标、丁品、王蒙一先生借给我他们收集的历史资料。也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

ｅｓｃｈｎｉｃｋ先生，他帮助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２稿写毕 

 

  

 

注解 

 

⑴比如，李泽厚有这种说法，《中国近代思想史论》，４７０页，人民出版社，北 

京，１９７９。 

⑵７６所学校的名单见于我的《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二十一世 

纪》双月刊，香港，１９９５年８月。 

⑶“嚎歌”词曲见于注⑵文中。 

⑷由１９６６年时天津的中学生谭馥提供。 

⑸关于“劳改队”，可参看注⑵文章。 

⑹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专集）》，北京日报社《宣传手册》编辑部，１ 

９８５年２月。 

⑺见于《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１９８７年７月 

。 

⑻同注⑺。 

⑼《北京日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未提供死者的任何情况。 

⑽谭力夫，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会上的讲话。私人收藏的油印材 

料。 

⑾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